
 

 

关系强度、信息框架对医疗众筹意愿的影响：基于社会资本视角 

杨义唯 何晓彤 李淑焱 邝翠滢 
摘要 

医疗众筹对推动医疗公益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中国公众对慈善的热情并不高，因此

有必要深入了解影响医疗众筹意愿的相关因素。本研究基于社会资本视角，以微信朋友圈为

研究情景，通过实验法探究关系强度、信息框架对医疗众筹意愿的影响以及社会资本的调节

效应。研究发现，在强关系的情景下，被试的捐赠和分享意愿都显著高于弱关系情景，且结

构型和认知型社会资本对捐赠和分享意愿分别具有正向调节作用；面对消极框架信息时，被

试的捐赠意愿显著高于他们面对积极框架的情形；当处于强关系情景时，被试更愿意为同时

采用消极框架的项目捐款。本研究为募捐者如何更好地寻求经济支持提供实际指导，也为推

动“互联网+”医疗公益的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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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dical crowdfunding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medical public 

welfare. As there is not great enthusiasm for charity of the Chinese public, it is necessary to 

understand the relev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intention of medical crowdfunding.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apital, this study used WeChat Moments as a research scenario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tie strength and message framing on medical crowdfunding intention as well as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social capital through the method of experimenta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donation and sharing intention of participants in the scenario of strong relationshi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scenario of weak relationship. And structural and cognitive 

social capital had positive moderating effects on donation and sharing intention, respectively. 

When faced with loss-framed message, donation intention of participant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when they faced gain-framed message; When in the strong relationship scenario, participants 

were more willing to donate to projects that also used loss frame. This study provides practical 

guidance for fundraisers on how to better seek financial support and offers reference fo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medical public welf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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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的互联网慈善体量庞大，2020 年我国慈善组织通过 20 家互联网募捐平台共筹集善

款逾 82 亿元；卫生健康是我国主要捐赠领域，占社会捐款总数的 34.05%（中国慈善联合会，

2021）。其中医疗众筹是“互联网+”与众筹模式在医疗公益领域的一大应用。与之相对的

是，公众对公益捐赠的热情仍然很低，2021 年中国全球捐助指数位居世界第 49 位（CAF，

2022）。因此，为提升医疗众筹项目的说服效果，有必要深入了解影响捐赠者参与医疗众筹

意愿的相关因素。由于目前国内的医疗众筹项目主要基于微信朋友圈这一社交情景开展，基

于社会资本理论，本研究将视角转向捐助者的社会特征和项目的信息呈现方式，探究其对医

疗众筹项目捐赠和分享意愿的影响。 

二、理论基础与文献回顾 

（一）社会资本与在线医疗众筹 

社会资本理论由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和科尔曼（James Coleman）提出，他们将其

定义为一种关系属性（Häuberer, 2011），帕特南（Robert Putnam）对二者的社会资本理论

进行了批判和丰富，强调了个人社会资本视角，即个体之间的关系形成了社会网络，其中包

含互惠和信任的规范（Putnam, 2000）。社会资本一词最初强调了城市社区的生存和功能

——强大的、交叉的人际关系的网络，为社区的信任、合作和集体行动提供了基础（Jacobs, 

1965）。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现实的社会资本得以在互联网网络空间进行迁移和拓展，社会资本

在互联网发展为在线社会资本（online social capital），影响着知识付费、社交媒体使用（陈

文琦，2022）、移动医疗和医患关系（周敏，侯颗，2019）等。在线社会资本标识人与人之

间的联系以及通过联系而积累的个人财富，是社区人际网络中建立的信任合作和集体行为

（Chang, H. H., & Chuang, S.-S.，2011）。现有研究表明，影响医疗众筹项目成功率的决定

性因素包括个人特征和社会特征，其中社会特征的影响主要集中于社交网络环境当中

（Mollick, 2014），主要关注筹款者的社会资本（Mollick, 2014）和社会凝聚力（Colombo, 

Franzoni & Rossi‐Lamastra, 2015），二者能够促使他们获得更多的众筹资金。在微信朋友

圈的社交情景中，项目信息分享者与捐赠者平时就会通过互动积累社会资本，因此捐赠者的

社会资本对其参与医疗众筹意愿的影响也值得关注。基于此，本研究依据社会资本的结构维

度和认知维度两个维度进行探究。社会资本的结构维度表现为社会互动关系，认知维度表现

为共同愿景和共同语言（Nahapiet & Ghoshal, 1998）。对应的结构型社会资本是以社会组织

和网络关联形式存在的人际交流关系，以实现合作效果为主要功能，影响了信息的流通性和

传播广度，即互动链的长度；认知型社会资本主要以规范、信任、价值观等形式存在，以产

生互惠期望为主要功能（Krishna & Uphoff, 1999）。 

（二）关系强度与医疗众筹意愿 

如上文所述，社会资本天生便与社会交往和社会网络息息相关，并且通过双向互动的交

往行为得到维持和增益，而社会网络关系根据关系强度（tie strength）可分为强关系和弱关

系。“强关系”是一种互动频率高、感情较深、关系密切、互惠交换的社会关系，这样的关

系是社会成员在长期合作中建立起来的；而“弱关系”则相反，它是在短暂的社会接触中形

成的（Granovetter, 1973）。研究表明，强关系（如家庭成员和亲密朋友）条件下更容易发

生口碑营销且其更具说服力（Steffes & Burgee, 2009），关系沟通影响购买决定和潜在捐赠

者的支付意愿（Huntley, 2006），关系强度对捐赠说服具有正向效果（倪星宇，2019）。基

于上述理由，提出如下假设： 

H1：医疗众筹项目的关系强度会影响个体的(a)捐赠意愿和(b)分享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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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结构型社会资本在关系强度影响个体的(a)捐赠意愿和(b)分享意愿的过程中起着调

节作用； 

H3：认知型社会资本在关系强度影响个体的(a)捐赠意愿和(b)分享意愿的过程中起着调

节作用。 

（三）信息框架与医疗众筹意愿 

信息框架效应（message framing effect）是指同一信息的不同表述形式和措辞方式会产

生不同的效应（Tversky & Kahneman D, 1981），研究表明信息框架会导致信息接收者产生

不同的决策判断。信息框架包含积极框架和消极框架，积极框架强调个体采取目标行为后可

以获得的好处或积极结果，而消极框架强调若个体不采取该目标行为所需付出的成本、代价

或消极结果（朱翊敏，2014；戴鑫，周文容，曾一帆，2015）。 

现有的研究表明强烈的、对称的关系经常与情感关系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包括积极和消

极），可能反过来影响个人参与社会互动的动机（Krackhardt, 1992; Lawler & Yoon, 1993），

从而影响个人的认知型社会资本。进一步的，移情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移情关怀和内疚感能够

显著促进个体的捐赠（Bagozzi, 1994）；而怀旧能够提升人们的同情/移情情绪及家庭效应

感知，从而增加捐赠意愿和行为（Zhou, 2012）。基于上述理由，提出如下假设： 

H4：医疗众筹项目的信息框架会影响个体的(a)捐赠意愿和(b)分享意愿； 

H5：结构型社会资本在信息框架影响个体的(a)捐赠意愿和(b)分享意愿的过程中起着调

节作用； 

H6：认知型社会资本在信息框架影响个体的(a)捐赠意愿和(b)分享意愿的过程中起着调

节作用。 

综上，关系强度和信息框架在推动医疗众筹项目的实现过程中各自有不同的表现，二者

是否对个体的捐赠和分享意愿存在交互作用也值得关注。由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7：关系强度与信息框架的交互作用会影响个体对医疗众筹项目的(a)捐赠意愿和(b)分

享意愿。 

三、研究设计 

（一）实验设计 

本研究采用实验法，采取 2（关系强度：强关系/弱关系）×2（信息框架：积极框架/

消极框架）组间设计。实验的刺激材料是由研究人员自行设计的 4 组不同的微信朋友圈中好

友转发的医疗众筹网页，通过 PS 图片最大程度地还原微信朋友圈当中真实的捐赠情境，以

增强被试的情境代入感。其次，为了提高外部有效性，本实验模拟水滴筹线上医疗众筹平台

的手机版网页设计了医疗众筹项目的网页信息，展示了一个虚拟的医疗众筹求助项目，讲述

了一个孩子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家庭无法支付高额医疗费用的故事。选择先天性心脏病的原

因是该基本的主要治疗方法是手术且费用昂贵，家庭负担大，亟需医疗众筹的帮助（中国政

府网，2010）。最后，有关关系强度、信息框架的文本描述都在关键词上进行了加粗处理，

以确保被试能准确理解实验材料中的重要信息。操纵关系强度的素材如表 1 所示。 

 

表 1：操纵关系强度的实验材料 

自变量 操纵方式 

强关系 
A 是你最亲密的朋友之一，你会经常同他/她分享你的生活。在微信中，你经常与他/她私下

交流，并且为他/她随时更新的朋友圈动态给予点赞或评论。 

弱关系 
A 是一个你认识但很少在微信或朋友圈就个人生活进行互动交流的熟人，偶尔的交谈也限于

商务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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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框架的操纵充分参考了前人研究（O’Keefe & Jensen, 2006; 李武，毛远逸，黄扬，

2018）及水滴筹已有医疗众筹项目。在文字层面，本实验将框架效应体现在标题和求助说明

的末尾句，积极框架的信息强调捐赠对募捐者的益处（如：您的点滴爱心将挽救我可怜孩子

的生命！），消极框架的信息强调不捐赠的损失（如：请不要让我年幼的孩子这么早就离开

这个世界！）。同时选取了同一性别、同一年龄段的 2 张先天性心脏病患者图片作为实验材

料，代表积极框架的图片展现了一位面带笑容的小女孩坐在病床上（图 1）；代表消极框架

的图片是一位小女孩躺在病床上、身上插满了管子（图 2）。 

 

  

图 1：操纵积极框架的图片材料 图 2：操纵消极框架的图片材料 

 

对被试对关系强度和信息框架的感知进行了测量，并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对不同关系强

度和信息框架带来的差异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关于关系强度和信息框架的操纵是成功的：

两段不同的描述对被试对于关系强度的感知具有显著影响，且强关系情景下被试的关系强度

感知得分高于弱关系情景(M 强关系=4.40，M 弱关系=2.48；F =596.35，p<0.001)；两种不同信息

框架的材料对被试对于信息框架的感知具有显著影响，且积极框架情境下被试的信息框架感

知得分高于消极框架情境(M 积极框架=3.52，M 消极框架=2.84，F =48.593，p<0.001)。 

（二）测量指标 

本实验将关系强度及信息框架作为自变量，结构型社会资本及认知型社会资本为调节变

量，以性别、年龄、可支配收入、捐款频率及宜人性为控制变量，主要探究被试的捐赠意愿

及分享意愿。其中，为可与分享意愿进行标准化比较，捐款意愿由 21 题按金额区间（0，1～

9，10～19，20～99，100～200，201～499，500 及以上）重新编码为李克特量表 1-7 级而

来。采用 Cronbach's α 系数对 5 个变量的信度进行评价，各变量的α系数范围为 0.759~0.940，

内部一致信度均通过信度检验，并计算其所包含条目的平均值作为该变量的最终得分（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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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实验问卷测量变量及各维度信度 

变量 测量项 Cronbach's ɑ 参考来源 

自 

变 

量 

关系强度

感知 

1.我与 A 有共同话题 

0.940 

（Frenzen & 

Davis, 1990; 

Bansal & 

Voyer, 2000; 

倪星宇，

2019） 

2.我与 A 有密切的线上联系 

3.对于 A 遇到的问题，我会尽力提供帮助 

4.我会与 A 讨论有关个人的话题 

5.如果有需要，我愿意花时间陪伴 A 

信息框架

感知 

6.您对上述求助信息的整体感受 

0.861 
（吴忧，

2020） 

7.该求助信息中标题的陈述语气 

8.该求助信息中文本的陈述语气 

9.您对上述求助信息中图片的感受 

调 

节 

变 

量 

结构型 

社会资本 

10.我有时会与微信朋友圈中的人交流 

0.759 （Wasko & 

Faraj, 2005; 

Chiu, Hsu, & 

Wang, 2006; 

Godes & 

Mayzlin, 

2009; 赵玲，

2020） 

11.我花费大量的时间与微信朋友圈中的人互动 

12.我与微信朋友圈中的一些人有频繁的沟通 

13.我认识一些微信朋友圈中的人 

认知型 

社会资本 

14.微信朋友圈中的人会使用容易理解的叙述形式发

布消息或文章 

0.805 
15.我与微信朋友圈中的人会使用容易理解的交流方

式 

16.我认为微信朋友圈中的人乐于帮助他人解决问题 

17.我认为微信朋友圈中的人认同帮助他人是愉快的 

控制

变量 
宜人性 

18.我是一个有富有同情心的人 

0.858 

（王孟成，

戴晓阳，姚

树桥，2011） 

19.我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人 

20.我是一个热心肠的人 

因 

变 

量 

捐赠意愿 21.您愿意捐款多少钱帮助上述求助者？（单位：元） 

 

转发意愿 22.您在微信朋友圈转发该求助信息的可能性 

控制

变量 

捐款频率 
23.您在医疗众筹平台（水滴筹、轻松筹、腾讯公益等）

捐款的频率是 

人口统计

学变量 

24.您的性别是 

25.您的年龄是 

26.您每个月的可支配收入大约是 

 

基于皮尔森相关系数分析，捐款频率（r=0.158，p<0.01）与捐赠意愿成正相关关系，因

此在以捐赠意愿为因变量的假设检验中，将捐款频率作为协变量进行控制；捐款频率

（r=0.230，p<0.01）、宜人性（r=0.222，p<0.01）与分享意愿成正相关关系，因此在以分享

意愿为因变量的假设检验中，将捐款频率和宜人性作为协变量进行控制。 

 

（三）被试选取与实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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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采取滚雪球抽样，选取实验被试为 18-25 岁、有一定月可支配收入的青年人。根

据《中国互联网慈善》报告，年轻一代是互联网筹款的主体（陈吟，2019），该群体也具备

较高的互联网使用技能，未来有望成为线上医疗众筹的“主力军”。 

实验首先对被试进行随机分组，被试会阅读不同的材料并回答相关题目。量表填写完毕

后，将回收的量表分组归类录入数据并使用 SPSS26.0 进行数据分析。 

最终，实验共招募了 279 名被试参与，其中 10 名未通过记忆测试，2 名填写重复项过

多，实验数据被剔除，最终获得了 267 个有效样本，有效率为 95.70%。其中男性被试 49 人，

女性被试 218 人，被试的平均年龄为 22 岁。 

 

四、数据分析与结果 

（一）描述性分析 

对主要变量进行描述性分析后发现，整体捐赠意愿（M=3.910，SD=1.201）高于分享意

愿（M=2.550，SD=1.170），同时 4 组实验条件下被试的捐赠意愿均高于分享意愿（图 3）。

同时，“强关系×消极框架”情境下的捐赠（M=4.56，SD=1.330）和分享（M=2.90，SD=1.169）

意愿最高（表 3）。同时，整体捐款频率均值较低（M=2.42，SD=0.834），表明其较少使用

线上医疗众筹平台进行捐款；整体宜人性均值较高（M=3.884，SD=0.604），即大部分被试

都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 

 

表 3：因变量均值、标准差的分组描述 

 
捐赠意愿 分享意愿 

强关系 弱关系 强关系 弱关系 

积极框架 3.750(1.028) 3.650(1.196) 2.790(1.216) 2.260(1.100) 

消极框架 4.450(1.222) 3.790(1.209) 2.900(1.169) 2.240(1.053) 

 

 

图 3：不同实验情境下被试的捐赠意愿和分享意愿 

 

（二）假设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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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意愿

分享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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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多因素方差分析 

以捐赠意愿作为因变量，关系强度和信息框架作为自变量、捐款频率作为协变量进行多

因素方差分析。组间方差齐性检验结果显示，F=1.059，p=0.367>0.10，说明具有方差齐性。

在控制了捐款频率后，关系强度的主效应显著（F = 6.100，p < 0.05），且强关系情景下的

捐赠意愿显著（M=4.10，SD=1.177）高于弱关系情景的捐赠意愿（M=3.72，SD=1.200），

H1(a)成立；框架效应的主效应显著（F = 8.474，p < 0.01），且而消极框架下的捐赠意愿显

著（M=4.12，SD=1.256）高于积极框架的捐赠意愿（M=3.70，SD=1.111），H4(a)成立（表

4）。 

 

表 4：关系强度、信息框架和捐赠意愿的方差分析结果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显著性 

捐款频率 9.064 1 9.064 6.819 0.010* 

关系强度 8.109 1 8.109 6.100 0.014* 

信息框架 11.265 1 11.265 8.474 0.004** 

关系强度×信息框架 6.437 1 6.437 4.842 0.029* 

误差 348.269 262 1.329   

总计 4466 267    

修正后总计 383.843 266       

注：*表示 p<0.05，**表示 p<0.01，***表示 p<0.001 

 

同时，关系强度和信息框架的交互效应显著(F = 4.842，p < 0.05)，H7(a)成立。在此基

础上进行简单效应分析后发现（图 4），仅在强关系情境下，被试在消极框架下的捐赠意愿

（M = 4.45，SD = 1.222）显著高于积极框架（M = 3.75，SD = 1.210）（p < 0.001），而在

弱关系情境下，信息框架对被试的捐赠意愿无显著影响（p = 0.516）。这意味着，仅当关系

强度为强关系时，采用消极框架才能显著提升捐赠意愿。 

 

 

图 4：关系强度和信息框架对捐赠意愿的交互效应 

 

当分享意愿作为因变量，关系强度和信息框架作为自变量，宜人性和捐款频率作为协变

量进行多因素方差分析。组间方差齐性检验结果显示，F=1.418，p=0.238>0.10，说明具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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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齐性。在控制了宜人性和捐款频率后，关系强度的主效应显著（F = 14.875，p < 0.001），

且强关系情景下的捐赠意愿显（M=2.84，SD=1.190）高于弱关系情景的捐赠意愿（M=2.25，

SD=1.073），H1(b)成立；信息框架的主效应不显著，H4(b)不成立。关系强度和信息框架的

交互效应不显著，H7(b)不成立（表 5）。 

 

表 5：关系强度、信息框架和分享意愿的方差分析结果 

 平方和(SS) 自由度 均方(MS) F 显著性 

宜人性 7.248 1 7.248 5.980 0.015* 

捐款频率 10.083 1 10.083 8.320 0.004** 

关系强度 18.029 1 18.029 14.875 0.000*** 

信息框架 0.02 1 0.02 0.016 0.899 

关系强度×信息框架 0.559 1 0.559 0.461 0.498 

误差 316.331 261 1.212   

总计 2101 267    

修正后总计 364.067 266    

注：*表示 p<0.05，**表示 p<0.01，***表示 p<0.001    

 

2. 社会资本的调节作用 

采用PROCESS程序中的Model 1检验结构型和认知型社会资本分别对关系强度、信息框

架和捐赠意愿的调节作用，将捐款频率作为协变量进行控制。结果显示（表6）：关系强度

与结构型社会资本的交互项对捐赠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0.431，p<0.05），即

H2(a)成立；关系强度与认知型社会资本的交互项对捐赠意愿无显著预测作用，H3(a)不成立；

信息框架与结构型社会资本的交互项对捐赠意愿无显著预测作用，H5(a)不成立；信息框架

与认知型社会资本的交互项也捐赠意愿无显著预测作用，H6(a)不成立。 

 

表 6：对捐款意愿的调节效应分析 

变量 Beta SE t 显著性 

关系强度×结构型社会资本 0.431 0.196 2.196 0.029* 

关系强度×认知型社会资本 0.352 0.225 1.560 0.120 

信息框架×结构型社会资本 0.359 0.200 1.798 0.073 

信息框架×认知型社会资本 0.023 0.224 0.102 0.918 

注：*表示 p<0.05，**表示 p<0.01，***表示 p<0.001 

 

针对结构型社会资本对关系强度和捐赠意愿的调节效应分析，进一步通过简单斜率检验

直观呈现结果（图5）。对于低结构型社会资本的被试，关系强度对捐赠意愿的预测作用不

显著(p=0.919)；而高结构型社会资本的被试，关系强度对捐赠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simple slope=0.651，p<0.01)，表明仅当被试拥有较高的结构型社会资本时，强关系才能显

著提升被试的捐赠意愿，且随着被试结构型社会资本水平的提高，关系强度对捐赠意愿的预

测作用呈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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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结构型社会资本对关系强度和捐赠意愿调节作用的简单斜率曲线 

 

采用 PROCESS 程序中的 Model 1 检验结构型和认知型社会资本分别对自变量关系强度、

信息框架和因变量分享意愿的调节作用，将宜人性、捐款频率作为协变量进行控制。结果显

示（表 7）：关系强度与结构型社会资本的交互项对分享意愿无显著正向预测作用，H2(b)

不成立；关系强度与认知型社会资本的交互项对分享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0.607，

p<0.01），H3(b)成立；信息框架与结构型社会资本的交互项对分享意愿无显著的正向预测

作用，H5(b)成立；信息框架与认知型社会资本的交互项也对分享意愿无显著预测作用，H6(b)

不成立。 

 

表 7：对分享意愿的调节效应分析 

变量 Beta SE t 显著性 

关系强度×结构型社会资本 0.352 0.225 1.560 0.120 

关系强度×认知型社会资本 0.607 0.207 2.937 0.004** 

信息框架×结构型社会资本 0.335 0.193 1.737 0.084 

信息框架×认知型社会资本 0.128 0.213 0.603 0.547 

注：*表示 p<0.05，**表示 p<0.01，***表示 p<0.001 

 

针对认知型社会资本对关系强度和分享意愿的调节效应分析，进一步通过简单斜率检验

直观呈现结果（图 6）。对于低认知型社会资本的被试，关系强度对分享意愿的预测作用不

显著(p=0.582)；而高认知型社会资本的被试，关系强度对分享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simple slope=0.888，p<0.001)，表明仅当被试拥有较高的认知型社会资本时，强关系才能显

著提升被试的分享意愿，且随着认知型社会资本水平的提高，关系强度对分享意愿的预测作

用呈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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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认知型社会资本对关系强度和分享意愿调节作用的简单斜率曲线 

 

五、讨论 

结合本研究数据分析结果、前人文献及现实状况，就微信朋友圈的社交属性和医疗众筹

叙事展开探索性讨论，以期进一步拓展医疗众筹研究在微信朋友圈这一社交媒体语境下的适

用性。 

（一）朋友圈的社交属性：关系结构与社会资本 

社会是以客观历史关系建构而成的社会关系网络，而社会互动在其中的作用是用来保持

或改变社会资本类型，以达成关系网络的强化或重塑（郭毅，朱扬帆，朱熹，2003）。本研

究发现强关系情景下被试的捐赠意愿会显著高于弱关系情景，反映了微信朋友圈以强关系网

络内的好友作为社会互动的资源，充分发挥强关系在建构社会关系网络和影响社会行为的作

用。由此，在医疗众筹项目在微信朋友圈的推广中可以更多依靠强关系网络，从而促进募捐

效果，同时减少对二次传播的依赖，降低效果期待。 

本研究结论部分印证社会资本能够在关系强度对捐赠行为的作用中起正向的预测作用，

数据分析表明，在强关系情景下，具有更高结构性社会资本的被试会更愿意捐赠筹款者，具

备更高认知型社会资本的被试则会更愿意分享众筹项目。这可能由于强关系网络能够充分发

挥“熟人”效应，在医疗众筹项目的传播过程中，信息的接收者和捐款人极有可能是筹款者

现实社交圈所熟识的亲朋好友，彼此之间原本就会产生较多的社会互动以及共同话语，在此

前提条件下，医疗众筹项目的信息会强化双方的互动关系和情感共鸣，促进被试的捐赠意愿

和分享意愿。同时，当双方具有越高的互动关系和共同话语的基础，被试的捐款意愿和分享

意愿就受到更多积极的影响。 

（二）医疗众筹叙事：情感唤醒与媒介情境 

研究结果显示，消极的信息框架对捐赠效果具有更为显著的促进作用，能够提升捐助者

的捐款意愿；同时，当被试处于强关系情景下，消极框架可以显著提升其捐赠意愿，印证了

前人的研究结果（Zhou & Ee, 2012; Chang, 2014）。在我国社交情境下，消极信息框架能够

引发强烈的情感共鸣与关系唤醒作用，移情关怀和内疚感（Bagozzi, 1994）的激发对提升捐

助效果上具有显著效果，尤其是在以私密社交纽带作为联结的微信朋友圈语境中，筹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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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在叙事话语中所展现的对健康的渴望与否能够对被试产生强烈的刺激和感受，进而促进

被试的捐赠意愿。 

（三）研究展望 

本研究以微信朋友圈为实验场景，微信作为具有强关系倾向的私密性平台，社会资本理

论的认知型维度的影响相对较弱，因而可以在更具开放性的社交平台进行研究，以探讨社会

资本的具体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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